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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视野如何可能？ 

 

自汪晖（2004）发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来，寻找理解中国的「内

在视野」，在大陆学界似蔚为一股热潮。然而，根据个人对此一发展趋势的表面、

有限理解来说，目前这种从儒学内在视野发现、理解现代中国的尝试恐怕仍有些

隐忧。我认为，若是欠缺了本土概念史、观念史的研究作为基础，这种尝试终究

无法克竟全功。这么说并没有要否定此一努力的意思，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套

论述已经有效地呼应、介入中国崛起此一现实的发展。只是，就个人关心的建构、

发展本土社会理论这个目的来说，我认为汪晖的取径有其局限。 

举例来说，汪晖（2004：114）认为仁、理、心、性等儒学范畴并非产生于

理性化的趋势，而是对理性化趋势的回应，是种「反理性化的理性化」。如杨立

华（2005）指出的，这是对理性化采取特定理解，将之等同于形式化。虽然就汪

晖的原文来说，其意涵是清楚、易解的，但儒家究竟有没有「理性」的观念或概

念，是只有工具理性的概念，还是也有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的概念，一种具有高

度情绪力量的理性、与激情并不相悖的理性，以及更重要的，儒家的「理」究竟

指什么，在其论述体系中占何位置，常跟其它那些概念连结或配套，在长期历史

发展过程中有何变化，与最初源自西方，但我们现在已习惯说的「理性」有何异

同，两者间是否曾有一相混、化合的过程，却不是十分清楚。因此，我认为汪晖

的取径还是比较偏思想史或论述史，而没有做到吕新雨（2006：286）所推崇的，

把他的分析工作建立在观念史与社会史之间互动的双重视野中，以致离我心目中

理想的概念史仍有段距离。1

                                                   
1 要先澄清的是，我所谓的概念史既不是传统的思想史，也不是传统的观念史，亦即既不是

Geistesgeschichte或传统的intellectual history，也不是传统的Ideengeschichte与history of idea，而主

要是指Begriffsges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social history of idea或所谓的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idea)。虽然这些中、外文表达方式的字面意涵往往互有重迭之处，但就作为研究进路来说，仍有

其判然可别的关键差异，同时多少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尽相同的传统。唯囿于本文的论旨，只能略

为涉及其中一些相关问题，而无法详究这些不同进路间的异同。对此，除后面会讨论的英国的

Skinner及德国的Koselleck两位学者外，另可参考法国年鉴学派（如Chartier，1982）及美国学者

Darnton（1971；1980）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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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尽管我肯定汪晖的卓越洞见与贡献，但我不认为他真地彻底贯彻

了所谓的内在视野，时时皆能从华夏文明的视角来看待其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性的

问题（亦见丁耘，2006：302）。而之所以如此，我觉得跟他并未成功挣脱「现在

主义」（presentism）的陷阱，以及没有历史地看待概念，严肃面对概念╱观念的

历史性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借用杨立华（2005）的话来说，当汪晖在断裂（系谱

学）与连续（精神史）间摆荡时，他只赋予少数特定概念如帝国、（民族）国家

较多的注意，并未深刻地意识到他用来描述或分析的概念同样既有断裂的一面，

也有连续的一面，绝大多数是刘禾（2002）所谓翻译过来、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

性的产物。 

由于当今台海两岸通行的日常语汇及学术分析概念，如政治、经济、宗教、

科学、艺术、体育、国家、社会、个人、理性、结构、行动、权威、权力、民主、

自由…等，几乎皆源起于西方，因此当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或语汇时，常暗地为西

方的观念和认知方式所笼罩而不自知。著名的 Sapir-Whorf 假设便主张，语言不

只反映各民族的世界观，更深深影响实际使用语言的人们的思考与认知。用蔡锦

昌（2001）的话来说，「『世界观』的天罗地网不止罩住我们看待事物的『观点』

而已，还藏身在我们大部分赖以思考的『用语』之中暗地起作用，而且所起的作

用远大于明地所起的作用」。 

其实，早在 1987 年，陈其南（1994[1987]：11f.）便已经体认到提炼本土概

念和术语的重要，指出「在基本的术语和概念尚未能给予正确的界定和了解之前，

即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技巧，并无法妥当地掌握到中国社会的本质」。他认为

要达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目标，必须「以中国社会现象的本身为起点，重新界定

和分析中国传统制度的特质，进一步厘清一些基本用语和概念」。长期提倡社会

科学本土化的叶启政（2001a：193）也呼应这样的说法，认为「对本土传统概念

的字源语意（尤其所谓「潜在地具全球性意义」者），进行具历史性的细致爬搔

梳栉工夫，乃成为『本土化』发挥最大功效不可或缺的首要环节。」 

然而，尽管本土概念研究的重要性已屡为前辈学者指出，迄今却不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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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努力，以致建构本土社会理论的理想也无从落实，乃至逐渐消散、退隐，所

以今天我们仍有严肃面对此一课题的迫切必要。而且，以现有有限的研究成果来

看，我认为也还有些细微的关键或许需要再做厘清。2我想大家皆能同意，理论

终究要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因此，结合概念史与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本土观念、

概念，不但能带来实质的、原创的研究成果，更是建构本土社会理论不可或缺的

础石。个人相信，唯有当这一砖一瓦皆经我们自己重新烧炼过，与源出西方的概

念一一比对过异同，方才谈得上内在视野的真正落实。 

因为，就如概念史的研究和方法揭示我们的，词汇、概念与事物（或 Austin

区分的 locutions, illocutions 及 perlocutions）间有着复杂的关系（Palonen，1997：

49ff.；1999：42），同词异义、同义异词以及旧瓶装新酒是常有的现象，稍一不

慎即可能误解或造成混淆，乃至积非成是，令概念又结晶出一个新的意义与时间

层次，并反过头来以再现创造出新的现实，取代旧有的现实或与之并立，让人看

不出或遗忘其间循环的因果性的问题。例如，我们不能把作为历史语意与作为当

代分析概念的「国家」混为一谈（详后述，亦见翟学伟，2001：31ff.），把镶嵌

在不同语境中的民主与 democracy 视为同一，或是相当然尔地认为运动就等同于

sport（汤志杰，2008a；2009a），而必须注意到概念不但是历史的产物，是复杂

过程在符号上的浓缩，而且是在实作中运用，有其语言行动的一面，往往具有「争

议的性格」。处于翻译现代性的情境中，如果我们未能注意到概念使用的象征斗

争面向（比较 Bourdieu，1991），正视再现与现实间自我指涉的循环关系（比较

Chartier，1982：39ff.），发现「内在视野」的自我期许恐怕终将落空。 

 

二、双重批判的必要：迂回与（再）进入 

 

系统性地从事本土概念、观念史的研究，根本目的之一在对本土传统以及

社会学源起的西方传统进行「双重的批判」，或邹川雄（1999：313）所谓「双重

                                                   
2 对既有研究的初步检讨与反省，见汤志杰（2009b：33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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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根」的工作。认为要能真正落实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双重批判是必不可少的工

作，其实也已是老生常谈。例如早在 1980 年代初第一波社会科学「本土化」的

运动中，叶启政（1982：147）便已指出，「社会学要『中国化』，其最高的目标

不应只是停留在技术与功利实用两个层面，而是在于反省和批判隐藏在西方社会

学理论背后的意理与价值，挑勾出其所具有之独特历史与文化背景，并且对中国

特有的社会思想传统与文化历史条件从事解析的工作」。同样地，高承恕（1982：

47）也强调，我们「不但要意识到西方社会科学所作的诠释是从何种历史及文化

的观点，或某种的意识型态出发，更要进一步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承也作

一批判，透过这种双重的诠释、双重的批判之后，我们方有可能在意义的层次上

与西方的社会科学作真正的会通」。 

二十多年来，叶启政不但持续鼓吹本土化（见《社会学和本土化》，2001a），

更以《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2000）这本巨着兑现自己反省和批判西方理

论预设的承诺（亦见《观念巴贝塔》，2005），另外还推出《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

戏》（2001b），尝试对本土传统与西方现代两条理路竞争下的现貌做个厘清。另

方面，高承恕也秉持着相近的信念，带领着一群研究生先后转进到历史以及本地

中小企业的经验研究，希望透过具体研究这些活生生的研究对象，掌握到自己社

会的运作逻辑或法则，揭露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出一番分进合击的态势。 

然而，尽管叶、高两人的开创之功值得肯定，但以他们自己奉为理想的「双

重批判」的标准来衡量，欠缺关于本土传统的研究和批判却也是明显的事实。像

叶启政主要是采取假道批判西方理论预设来反省自己传统的策略，但在这样绕道

迂回开展之后，迄今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绕回来「再进入」到自己的传

统中，以同样的规格揭露、批判本土的传统，而只初步抛出了修养与孤独的议题，

在谈到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时也多只能点到为止。高承恕本人则因著述较少，不易

论断其后来发展的具体内容。但就其学生辈的作品来看，他们在钻进具体研究后

似乎往往难以贯彻初衷，或是只及于揭露、诠释在地社会的运作原则，而无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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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批判，3遑论往过去、往传统延伸。 

虽然就本土化议题来说，大陆社会科学界相对而言是后进者，却也因此享

有某些后见之明的优势。像翟学伟便曾试图厘清本土化研究的程度与限度，区辨

本土化的层次及其阶段（2001：14ff.），晚近更豪气万千地主张，「不套也不化」

的本土研究才是正途（2005：7）。基本上，我认同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但反过来

我也要说，虽然台湾的学者迄今仍多习于用「本土化」这个标签，但类似的体认

应当早就有了。像翟本瑞（1987a：21）很早便指出，「如果研究的问题、创构的

理论、运用的方法『常受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则不论鼓吹中国化与否，俱

已是中国化了」，显然很早便意识到「化」的问题。 

也因此，在了解及批判自己传统的本土研究上，台湾的社会学者并未缴白

卷，唯其主力不再是开风气之先的叶启政及高承恕两人，而是其学生辈如蔡锦昌

（1987；1996[1989]；2000a）、翟本瑞（1986；1987b；1993；1995；1999）、邹

川雄（1995；2000a；2000b）、汪睿祥（1996）等。然而，受限于台湾的海岛格

局，以及处于数个帝国势力范围相重迭的边缘位置，加上台湾社会学界本身特有

的生态与历史，本土社会理论的建构或自身内在视野的发现，既非国家支持与关

注的议程，也难受到学界的肯定与鼓励，因此这样的研究只是零星的点状散布，

不但无法连结成线、成面，甚至还呈现出有点无力为继的疲态，以致翟本瑞（2002）

要以「不忘初衷」自勉。4

对照晚近随着中国崛起而在西方日益受到瞩目，有意识地以绕道中国的迂

回策略来掌握、反省欧洲传统的法国学者 François Jullien 的研究，或是像更早的

Janusz Chmielewski、Herbert Fingarette、Angus Charles Graham 和 Benjamin 

                                                   
3 例如陈介玄（1999）及张维安、陈介玄（1997）提出「关系研究法」，强调从「纸上关系」到

「生活关系」，「把生活结构放进来」，时有落入圈内人或土著研究者迷思的风险，忘记了行动者

与观察者的区辨，以及作为二阶建构（观察）的学术有其不同于日常生活一阶建构（观察）的任

务。叶启政（2001a：151ff.）对杨国枢「本土契合性」的主张亦有类似的批评。值得指出的是，

张维安（2001；2003；张维安及杨凯成，1998）在实际研究之外，曾对理论的社会镶嵌、文化比

较、社会边界以及社会的实体建构等问题做了些理论的反省，已清楚认识到概念先行的毛病，以

及把传统到现代视为一连贯体的本质论危险。 
4 参见汤志杰（2008b）关于台湾社会学发展历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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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以及近一些的 Chad Hansen，特别是由 David L. Hall 及 Roger T. Ames

两位学者引延伸出去对中国古代思想、语言、逻辑、观念（如自然、自我、情绪…）

的诸多研究，不免令人汗颜。汗颜之处不在于西方汉学家的看法比较适切或优越，

而在于他们的研究能有所传承和累积，尤其是能在此基础上「再进入」到自己的

传统中，对东、西方两个传统进行比较，而我们之中的多数人却不曾甚或不愿花

时间与力气深入自己的传统。事实上，对我们之中的不少人（例如我自己）来说，

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掌握及解读古代典籍恐怕都还是个问题。当高承恕（1982：45）

当年的训诫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诠释不只是一

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免于他人曲解我们的责任」，宁能无愧？ 

叶启政（1982：147）当年即指出，唯有在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本

土社会学「才可能有其特色，为整个世界社会学，提供宝贵的经验，更为人类未

来文明贡献智慧」。Jullien（1998；2005）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进入自己西方传

统的迂回通道，正是基于华夏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

自发展最久的文明，愈能迂回深入到这个他处，愈有助于回归到自己的西方传统

中，更深入地掌握到如本质、抽象、定义等如何制约了西方人的思考。从这个角

度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试着厘清、阐释数千年累积下来的华人智慧结晶，毋宁

是愧对全人类，没善尽身为人类文明一员可尽、该尽的义务。 

况且，撇开建立本土社会理论与贡献于世界社会学、贡献于全人类的远大

理想不论，光是基于适切及正确理解当前现实的需要，我们就有好好从头详细审

视自己传统的必要。因为，就像叶启政（2001a：125f.；158f.）后来藉由「身心

状态」这个观念所欲指陈的，在「外来现代」与「本土传统」两种文化原型所内

涵之结构性运作理路交错作用下，我们目前是处于所谓非驴非马的骡子状态、「混

种文化」的状态（亦见邹川雄，1999）。以个人比较熟悉的系统理论的术语来说，

社会是个自我替代的秩序，它同时既是社会运作的施为者（operator），也是承受

者（operand），所以它的发展必定涉及一个自我指涉的，因而是非恒定、无法预

测的转型过程。循此，当华人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范本，企图加以模仿、学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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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这个转型作用在自己社会身上所得出的结果，必然既不同于原来作为起点的

初始状态（本土、传统），也不同于所欲学习的对象、规划中的目的状态（西方、

现代）。而要能说清楚我们当下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势必要以能充分掌握这两

种不同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结构性运作理路，以及对整个转型过程有所了解为

前提（另见汤志杰，1998）。 

 

三、正视翻译现代性的难题：以开展的过程化解自我指涉的吊诡 

 

当前这种既像驴也像马，但既非驴亦非马的现况，正是本文提问的出发点，

相信也是任何严肃面对此一状态的研究所不会忽略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有必

要先在此做些简单厘清。首先，所谓的本土╱外来绝不是一组简单的二元互斥关

系，而是像社会的任何运作一样，总是涉及社会的自我指涉，是种递回的

（recursive）关系，一再地透过自己（社会的运作）作用在自己（社会）身上。

以华人传统的太极（阴阳）图来「模拟」，本土╱外来（阴╱阳）中间的那条界

线不但有弯有曲、有伸有缩，而且还同时绵延至外面的大圈与里面两个小圈（另

见蔡锦昌，1987：329；邹川雄，1995：312f.）。用系统理论的说法来表述，也就

是本土与外来两个传统一方面会互相包含对方，一再地把自我╱异己（本土╱外

来）的区分引入到自己（本土）之中，因此会不断变化，在两者间摆荡，另方面

在不断变化、摆荡的同时，还是会各自保有认同或说同一性的核心。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认为一味坚持依「固有」的观察图式或架构来研究

本土传统，是有盲点的，实际上也无法全面贯彻。5用翟学伟（2005：5）的话来

说，迫降并无不能导致本土化研究自发地生长。像蔡锦昌（2000a）虽坚持「二

元 vs. 二气」的立场，主张「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概念，所以社会科学概念在

台湾行不通，必须透过涵化（acculturation）的方式来解决」，在强调两个传统「不

                                                   
5 等而下之者（如战后国民党的「中国化」、「民族化」策略），还会出现杨聪荣（1991）及陈奕

麟（1995a；1995b）批评的「东方的东方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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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共量」 – 这同样是习自西方的用语，如果不是概念的话 – 的同时，还是不免

得用上西方的「涵化」概念，乃至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6何况，所谓的「气

论」（阴╱阳区分亦然）并非自始就在中华文明中粲然大备。7如众人皆知的，在

遭逢现代西方文明冲击前，华人文化的发展同样无法排除「外来」的影响（如佛

教）。8

这就引出我想先厘清的第二点：如果我们同意或承认社会是以自我指涉的

方式来运作的话，那么任何本质论的想法或主张都有其危险，9而历史化正是可

以帮助我们跳出本质论陷阱的一条可能出路。从这种「运作（建构）论」的立场

出发，10「固有」传统是无法重复或再现的，而始终只能是个「再进入」：在当

下的运作中被「再度引入的传统」。11所谓的「固有」传统或「民族性」不过是

在以往自己文化的二阶观察中凝结出来的稳定值、暂时相对稳定的值或说运作的

参照点罢了。随着情境的改变，它们有可能丧失稳定性，从而也不再是「固有的」。

若真想维护它们「固有值」（eigen value）的地位，反而是要从现在的脉络来重新

诠释它们，使它们也能在当前的处境下得到衔接，进而重新稳定下来。 

第三点，相应地，我不认为继续完全袭用华人「固有的」方式来提问，来

研究其文化或历史，是有意义的，以及，是可能的。12因为，关于历史的哲学、

史学及社会学反省早告诉我们，历史始终是当代的建构，总是随着现在新的视角

                                                   
6 主张「中西两断」的蔡锦昌（2000b）自己事实上也知道现在还主张把「胡言」赶出去不只为

时已晚，而且也矫枉过正，但因他主张所谓「张弓射箭」的策略，故刻意制造张力。 
7 对此，蔡锦昌（2001）有不同看法 – 但是是从思想史，而非观念史、概念史的角度来证成这

样的主张。 
8 在这点上，我同意蔡锦昌（2001）就佛教的例子指出的，不能认为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对外

来文化的认识自然就会有所进步，但我不认为一定要靠拖慢拖长及隔离等策略，才能产生「恰当

的交通」。 
9 其实，包括蔡锦昌在内的一些学者也都指出了，传统华人恰恰没有「本质」的观念，其擅长的

思考方式毋宁是反本质论的。 
10 关于运作建构论及下述固有值的概念，参见Luhmann（2005：Chap. 3；2006：Chap. 1, 11, 12）
及von Foerster（1984：274-309）。 
11 由于传统总有这自我指涉运作的一面，因此按自我生产（autopoiesis）这个判准来衡量（Maturana 
& Varela，1980），传统实实在在是个有「生命」的「活物」，而从来就不是「死的」、「不变的」

客体。 
12 要说明的是，这不表示我认为尝试以贴近华人「固有的」观察方式来提问或研究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或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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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改变着。就算文本或所谓（客观）的「过去」依旧维持同一，但由于它们

所能衔接的可能性的界域（horizont）已经随着时间而改变，因此透过它们所形

塑出来的历史图像也不可免地会改变：因为我们总是根据当下做出的「可能的╱

现实的」这组区分，把它投射到过去来理解历史（Luhmann，1982：293f.）。13我

们必然是带着「现代的」（或保守点说：「当代的」） – 它可以是不同于「西方的」，

但不容否认的确是深受西方影响的 – 观点来重构过去，会问许多古人不会问的

问题，写出许多古人全然不知，只能瞠目以对的历史。事实上，具备自我指涉特

性，不断在递回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系统往往会随着视域的改变而改写自己的历史

及认同，个人在成长历程中的认同转变就是最好的例子。14

以系统理论辗转透过Spencer Brown（1979）认识到的老子《道德经》的话

来说，一旦我们做出区分，即打破了天地之始的「无名」状态，而引入了一组差

异，同时也就制造了讯息。15按此类推，当我们引入一组新的区分或多引入一组

区分（知道「二气」之外另有所谓「二元」的观点） – 佛家所谓起差别心 – ，

（大千）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当我们能多做出一组有意义的区分，也就

多获得了一些讯息，多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一组有意义的差异，从而也就对世界获

得了更深的理解，因此从眼中看到的世界也就变得不一样了。 

根据系统理论的看法，立基于区分的观察终究无法回避吊诡：例如，当人

们进一步追问，区分本身或做出区分的观察者属于区分的那一边呢？或是当区分

（例如：本土╱外来）再进入到被区分开来的其中一边（例如：本土）时，这究

竟要算做那一边（本土还是外来）呢？在吊诡终究不可免的情况下，我们唯有藉

由开展来解除吊诡，才不会陷入卡死无法运作的情形。而要开展吊诡，自我指涉

是帮不上太多忙的，因为这只会带来纯粹套套逻辑的短路，无法制造出任何的讯

                                                   
13 对此，可比较Koselleck（1989：664）不尽相同的说法：每次对历史的改写都是在必须改变经

验或经验已经改变了的压力之下发生的，这种压力迫使史学家用新的解释来取代或补充之前的解

释。透过这样的方式，「过去历史的语言地位改变了，却没有因此而就不是『相同的』（same）
历史」。 
14 对此，进一步可参见我以「新经济社会学」的历史书写为例所做的分析（汤志杰，2009c）。 
15 Bateson（2003：74，127）关于讯息的著名界定即是：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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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唯有藉由绕道异己指涉，我们才有能力开展因为自我指涉所造成的吊诡，掩

盖或让人遗忘它原来的吊诡，就像前引Jullien所讨论的「迂回与进入（或说回归）」

的关系一样。16例如，如果我们始终只能说「二气＝二气」，是无法带来任何讯

息，产生有意义的认知的。17唯有当我们能进一步说「二气＝阴阳」，我们才认

知到（同时也就赋予了！）「二气」进一步的内容。当我们能进一步开展，「二气

＝阴阳＝一阴一阳＝一此一彼＝刚柔＝动静＝…」，才能藉由这个复杂的开展产

生丰富的认知，让人忘了去追问它原来的吊诡。但无论如何，唯有当我们更进一

步认识到「二气＝阴阳＝…≠二元」，毋宁我们才真正从华人既有的「逻辑」中

跳出来，更加丰富「二气」的内容，同时也是丰富我们对「二气」的了解。 

所以，第四，我不认为「外来的」（社会学）理论一定不能用，同时我也不

认为从贴近「固有」观察方式来做研究就必定不能被算做是社会学。如果我们承

继的是社会学草创之时的精神，以社会学指涉研究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学问的

话，那么对任何发生在社会（沟通）之中的事物进行研究就都可以是社会学。进

一步，如果我们能接受系统理论的看法，以沟通作为社会系统的最终元素，以沟

通╱非沟通作为社会的界限，同意今日的社会只有一个「世界社会」的话，那么

区辨理论最初的源起是否「外来」可能也不再如此至关紧要。 

重要的反而是，哪一种理论能在认识论及方法论上给予我们指引，帮助我

们适切地掌握到所欲观察的对象。如果我们同意社会是个自我指涉的系统，它的

递归运作蕴涵了自己（系统或元素）同时既是运作的施为者，又是运作的承受者

这样的自我指涉，那么我们便需严肃面对这在知识论上带来的严峻挑战：任何单

向、线性的因果观念（如自变项╱依变项的简单二元因果模式）势必无法适切掌

握到因为自我指涉的递回运作而来的「循环的因果性」。 

不只如此，我们要观察的对象还是个有观察能力，尤其是自我观察能力的

                                                   
16 其实，华人的阴阳观念本身原就充满这种「再进入」的精神，不断在运作中开展，而不会「僵

固化」为一种本质性的二元对立，可参考蔡锦昌（2000a）「态势」的阐释。 
17 为求「表达」上的简便，在此我不但用「说」、「主张」来表达，还使用了「等号」这个符号，

暂时忽略这些是否符合华人「固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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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18西方传统认识论中所谓的主体 – 但因为在主体╱客体这组预设的区分

下又必须把它当做客体，因此导致诸多的混淆及不易解决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

题，我觉得鲁曼（Niklas Luhmann）发展出来的观察（尤其是二阶观察）理论大

有其值得借鉴的长处。二阶观察不在直接观察作为对象的「物」，观察「什么」

（what），而在观察观察者「如何」（how）观察，重点在于看出观察者使用了什

么区分，以及更重要的，怎么使用这些区分。19相应地，透过二阶观察，我们所

能了解的是观察者，而不是观察者所观察的对象。20

从这样的简短讨论不难看出，鲁曼给出的只是一些原则。这有好有坏，在

我看来还是好处强于坏处。先就「坏处」来说，这不像经验理论、对象理论或中

距理论那样，有一套清楚明白的命题可以应用检证，没有一套标准的方法、程序

可以套用，以致于实际上如何用此观点来分析，端出能说服人的研究成果，还得

看研究者个人的功力与本领。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短处」对研究我们自己的传

统来说却正是个「长处」，也就是较不易落入「不当或胡乱套用」的陷阱，逼迫

我们认真观察、理解古人究竟是如何观察的 – 如果我们把系统理论提示的原则

「当真」的话。21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尊重古人（或传统社会）的「主体性」的

前提下，从现在的角度去掌握或说逼近古人「真正的」看法。而且不只如此，身

为二阶观察者，我们还能看到一阶观察者所看不到的盲点，如他们所使用的区分，

进而能对他们为何选择这样的区分做思考与解释。22

这样的思路背后有个未明言，但一般应可接受的预设，也就是承认社会的

「创造性」，认为观察社会在现实运作中如何展开、解除吊诡，在知识上能得到

                                                   
18 不论作为观察对象的过去社会究竟是「不再存在」，还是「不断改变延续下来并并入更大的系

统中」，都无碍于它是个具备观察及自我观察能力的系统。 
19 这可与Geertz（1976）关于何谓「从土著的观点看」相比较，Geertz同样认为重点不在是否重

视土著的论述，而在于是否以土著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土著概念」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20 就观察社会来说，这有个有利的自我指涉循环，因为社会观察的就是社会本身，所以当我们

观察社会如何观察时，所掌握到的还是社会。 
21 借用蔡锦昌（2001）描述中国的「名义」（相对于西方的「概念」）的话来「模拟」：「好就好

在只有提示而没有确定的标准内容，有待使用者自己拿捏；但是坏也坏在此处，工夫不熟的人拿

捏不准，反而乱来」。 
22 所以，二阶观察并不企求诠释学所说的「视野融合」，令我们与古人据以进行观察的区分重迭

起来，而在观察古人使用的区分，并有意识地反省自己使用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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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获通常会比个人苦思瞑想要来得快、来得多。用一定程度上过度简化的公式

化的方式来说，二阶观察的重点在于，观察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一组区分或观察

图式能够具有说服力，被视为是自然的及必然的，又如何因为情境或社会结构的

改变而变得不可信，被揭露为人为的、偶连的，从而得另觅或发明一组新的、能

配合新情境或结构的区分。23以君╱臣区分为例，虽然同样是君╱臣区分，但周

代封建制度下强调的是「信义」，与官僚帝国体制下标举的「忠（孝）」即有所不

同 – 尽管它们基本上都还是预设了一种相应其社会结构的「互惠」关系，而迥

异于现代民主国家中领袖与文官的关系（Tang，2004）。24观察这样的转变为何

发生，观察两种不同的区分为何能适应其当时的结构，其一又为何会从自然的变

成偶连的，进而为另一区分所取代，正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一个具备主

体性与观察能力的「活物」，一台「历史的机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的」

观察对象，一台「恒定的机器」，其输入与输出间始终遵循着一套必然的机械关

系。 

最后，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个不断在自我指涉的运作中开展的「历史的机

器」，所以必须注意到晚近许多关于历史的研究与反省提醒我们应当避开「辉格

史观」（whigism）25与「现在主义」的陷阱（例如Butterfield，1965；Foucault，

1980；1991（亦见Bartelson，1995；Dean，1994）；Koselleck，1985；Mink et al.，

1987；Ricoeur，1984；柯志明，2005）。虽然任何的历史研究皆无法避免「逆溯

而上」，因为我们提问的出发点以及观察的角度总是立基于现在，但我认为我们

在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时，必须有意识地改采「顺流而下」的视角，才能有

所谓的内在视野，真正看到自身社会的发展逻辑，才能看到所谓「过去的未来」，

看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连性与多重因果，看出「过去的现在」不同于「现在的

过去」，看到外来的影响如何变成本土的一部份，从而既改变了本土的成份，也

                                                   
23 这涉及语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详见后面的讨论。 
24 另外的例子像主╱奴的区分，到了宋代以后，便从一种阶层的关系转化为只是个人的关系 – 
至少按法律规定来说是如此。 
25 所谓辉格史观简言之即线性进步史观，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过去，把探究的重点集中在过去

那些为现在预做准备的发展，而对历史中其它的潮流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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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外来的成份，而不是只凭后见之明认定一切「必然如此」，把历史的发展

过程视为「理所当然」。用Sewell（2005）的话来说，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有

价值，不只在可增加样本数量而已（如见Mann，2002：1），更在于引进一种正

视偶连性的时间观。依此，历史地对待研究对象不但要跳脱线性的目的论式的时

间观，同样也要摆脱摆视时空在因果上为均质的实验式的时间观，而必须改采事

件式的时间观，看到顺序与过程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邹川雄（1999：313）「挖根溯源」或蔡锦昌（2003：

6）「追本溯源」，从现在倒溯回去的讲法过于简略，必须再多做些阐释，不然恐

怕会因为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致有再度落回西方的观察架构而不自觉的危险。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觉得我们也才有一个比较好的提问立场。就像当年关于所

谓韦伯命题或儒家资本主义的争论所显示的，如果我们只是学其「形」，径自套

用来问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只是简单地倒转其关系，终究没有跳出

其架构，26不论对韦伯理论本身或是对了解我们自己来说都收益有限。但这不表

示我们一定不能问「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学其「神」，改从自己文明

的立场出发，追问我们究竟是「如何一路走到今天的境地」，那么这样的提问在

我看来不只是正当的，而且是有意义的，能够透过自我指涉与异己指涉不断更替

的开展，丰富对自己及对西方的了解。 

 

四、为何是概念╱观念史：几点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厘清 

 

大家可能不免要问，就算肯定有双重批判的必要、有「再进入」自己传统

的必要，但为何是透过概念史、观念史的取径呢？首先要澄清的是，我并非主张

这是再进入传统，以及建构本土社会理论的唯一途径，而只是个人认为值得尝试

与努力的一条可能途径。至于为何值得，且容我稍做说明，附带厘清一些可能的

误解与研究上需注意的问题。 
                                                   
26 相信这也是翟学伟（2005）主张跳出二元对立观点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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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偏好以概念史、观念史作为尝试理解传统的起点，首先立基于一

个平常不过的出发点，即前面提到过，一般社会学入门教科书也会教到的

Sapir-Whorf 假设。在我们已深受最早由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文明各种观念影响

下，研究华人的传统观念不但有助于了解传统，也有助于了解从传统到现代转型

下的现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助于摆脱外来观念的宰制，把它们转化为可自由运

用的思想资源。 

叶启政（2001a：192f.）便说，「运用的词汇不同，衍生的意涵也就不一样。

『本土化』既然是以论述的形式做为起步，慎选概念自然就是圆成整个论述，也

是发挥人们对其所期待之反思与启发作用的必要前提…对源自本土的种种概念，

特别是来自常民的日常生活世界者，进行层次性的厘析于是乎就有必要」，他进

而主张依此区分出「仅具本土（传统）特殊意义」与「潜在地具全球性意义」两

大类概念，以后者做为营造本土化论述之基本概念的参考架构，而以前者做为检

验和衍生此一架构之适切与有效性的经验素材。 

这便引出第一个我想讨论的问题：词汇（或用语）与概念（或观念）的区

别。27如Skinner（2002：Chap. 9）在评论Raymond Williams的Keywords一书时指

出的，应当区别词汇与概念，而非将之混同。因为，理解如何正确使用相应的词

汇，既非拥有某个概念的必要条件，亦非充分条件。就像人们有可能在尚未发明

「原创」一词的情况下，便已经具有「原创」的概念；反过来，就算人们能正确

使用相应的词汇、自认拥有某个概念，还是有可能误解其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某个新的概念发展出一套相应的词汇，的确可视为个人或社会有意识地拥有这

个概念的确定记号，词汇与概念之间的确有某种系统性的关系，但终究不应把两

者混同。这点在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影响下来研究自己的传统时，更需小心在意。

就像蔡锦昌（1987：326）很早便指出的，「望文生义式」的研究往往连一些基本

                                                   
27 必须坦承，限于学养，个人目前无力对概念与观念做出有意义的严格区分，而倾向将观念看

做比较模糊的状态，概念则相对清楚、有意识。在此，我倾向追随Palonen（1999：42）的看法，

先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作为权宜的措施，而不是优先把力气花在极为困难且烦琐的，关于概念、

观念等概念的讨论和辩论上。在我们目前对华夏文明究竟有无概念这个大问题还弄不太清楚的情

况下，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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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概念的意思都尚未弄清楚，徒增混淆。要避免落入我「古已有之」的「民族

主义」情绪陷阱，我想在研究时辨异重于辨同。 

因为，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像从权利╱奴役的区分到权利╱义务的区

分，或是从自然╱神圣的区分到自然╱文明的区分这种「反义语的取代」

（Holmes，1987；1996：253ff.；Luhmann，2001：3）的例子清楚显示出，尽管

用语或词汇维持为同一，但因为藉以做出区分的另一边变得不同了，概念（的内

容）其实也就随之改变了（Luhmann，1994：260）。甚至，就是「同一组」区分

实际上也可能有不同的指涉 – 用系统理论的术语来说，有不同的未标记的另一

面 – ，因而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不同的」区分（例如：公╱私，见汤志杰，

2004b；2004c）。就研究华人观念传统来说，这点特别值得注意。以孟子与荀子

间著名的性善、性恶论的「争辩」来说，虽然同样是用「性」这个字，但两者根

本赋予其不同的意涵，某个意义下是使用不同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本不构

成对立，而是「鸡同鸭讲」（见蔡锦昌，1996；2001）。28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

所以就观念史的研究来说，谨慎地辨异会是比较妥当的研究策略。 

其次，如Skinner（1970；1971；1989；1994；2002；2004；2005）的方法

论论文所强调，并藉具体研究显示的，概念╱观念史的进路有别于传统的思想史，

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做出「语言学的转向」，采取了言说行动（speech act）的观点，

认为文本本身并非了解意义的充分凭恃，强调需从（文本所镶嵌的语言）脉络来

了解意义，而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层建筑」教条区分下的「社会脉络」

来理解，主张一种机械反映或直接制约的关系，亦即社会脉络虽有助于理解，但

并不就决定了意义。29从语用的观点出发，Skinner强调修辞不只是陈述，不只是

「以言说事」而已，更是争辩及推动改变的工具与武器，有其「以言行事」、「以

                                                   
28 必须指出的是，我在此只是藉蔡锦昌的分析来显示「一字多义」的情形。强调「化开来解」

的蔡锦昌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字多义」，而是「意在言外，有待拿捏领会」。唯因个人学养有限

兼之根器驽钝，实在领会不得，不像「打蛇打七寸」的例子尚多少能想象，所以在此仍倾向依「西

方」的观点把这视为一字多义，故强调辨异的重要。 
29 关于Skinner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引发的革命，以及对其进路的相关讨论，可参考Palonen
（2005）；Toews（1987）；Tully（1988）。从不同的方法论进路切入，国内「思想史」学界其实

也早认知到「脉络」的重要性（见Ch'ien，1986；宋家复，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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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成事」的一面。透过对争议的概念进行修辞的研究，正可以清楚揭露时人究竟

是如何观察的。对他来说，概念史不在追求一般概念的典范史 – 如以Lovejoy

（1960）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史所企求的 –，30而始终应从其在辩论中的用法来考

察，就此而言，理解及掌握同时代的习俗（convention）有其必要。 

在此，且容我以汪晖为例，说明这样的视角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汪晖

（2004：Chap. 2）的分析锐利地揭露了，同样用「物」这个词汇，可以有极为

不同的概念化方式；纯粹的、孤立的作为事实的物范畴之所以出现，成为宋明理

学的核心议题，系源于事实与价值分离此一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他之所以能做

出此一突破，相当程度上跟他扬弃了传统思想史文本论的立场，改采脉络论的立

场有关。只是，汪晖采取的比较还是社会脉络论，而不是语境脉络论，因此他虽

然敏于贯时的断裂，但对同时代的象征斗争、对替代论述间的修辞较劲却关注不

足，没有细辨同时代的人在使用理、物、利等词汇、概念时，是镶嵌在怎样的不

同论述中，在意义╱指涉╱态度（sense/reference/attitude）三个面向上有无差异。

也因此，尽管汪晖注意到，与其说道学的某种一致性取决于一种共有的哲学体系，

毋宁说取决于道学与其对立物的关系（2004：116），但他并未从语言行动的角度，

对由不同的、彼此竞争的论述共同形成的整个脉络进行分析，以致一定程度上未

能摆脱决定论的阴影，而只是从经济决定论替换成政治决定论（至少上卷第一部

给我的印象是如此）。 

第三，接下来我必须面对一个根本的质疑，也就是传统华人文化中究竟有

没有概念或观念，能否对此做研究的问题。蔡锦昌（1987，2001）便主张「中文

里没有概念，只有名义」。他认为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为「对比式思考」，而不是范

畴性的二分法思考。一对对的观念或字词并非范畴性的概念区分，无法清楚界定，

乃相反相成、相互渗透的两个面向而已。他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概念，并因此相

应没有命题、理论等。至于中国人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是种「介连思考」

                                                   
30 要声明的是，Skinner对Lovejoy的定位是否允当，我无力置喙，须留待专业史家来回答这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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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要对华人传统进行概念╱观念史的研究只会是海市蜃

楼，蔡锦昌（1987：332）便说，「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思想，因为一来没有

『社会』可作思考的对象，二来也不会用『社会』的方式去思考，三来也没所谓

的『社会』问题」。然而，真的是如此吗？事实上，蔡锦昌（1987：331，332）

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说，「『介连思考』其实乃逻辑思考之古代形态」，31认为

「儒家社会思想研究是可能的、可行的。因为人都有社会生活…问题只在如何采

取我们恰当的『语言行动』立场而已」。 

如果儒家像蔡锦昌（1987：331）所说，比较接近他所谓北欧╱南欧传统（逻

辑╱修辞）区分下的南欧文化，那么追随 Skinner 的取径，从语用的角度研究修

辞，不但可行，更是恰如其分或合宜的分寸拿捏。如果蔡锦昌（2001）自己也承

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讲究「气」思考的华人传统亦不免常有堕落为「定

性」、「定则」的做法的话，那么恐怕很难说华人传统中完全没有概念（更不用说

是观念了！），以致概念╱观念史的研究根本无从着手。 

不过，蔡锦昌会这样主张，并不令人讶异，也不是全无立论的依据。因为

就是在今日的西方，一般人多还是主张概念应当尽可能清楚明白、不具争议、不

随时间而改变，以一定的基本或标准意义为依归。概念╱观念史的取径之所以带

来革命性的振憾，促成学术典范的转移，正来自正视概念的历史与政治性格，不

但认为概念会改变，更视其为彼此交错纠结的问题的节点，注意到概念不单是反

                                                   
31 对此，可以比较Luhmann（1997：287，322f.，547）从沟通理论对于修辞术的讨论。从系统

理论的观点来看，像文字和印刷术这种扩大沟通接收者范围的传播媒介的发明，会带来及揭露更

多的偶连性，以致令沟通的接受或说成功的机率变低。货币、权力等象征一般化的沟通媒介的发

明，基本上即在解决引发或提高人们接受沟通的动机这个问题。同样地，修辞术也在响应这个问

题。至少就古希腊的情形来说，随着文字的拼音化，随着文字能力的扩大，最初反而刺激了囗语

沟通的平行发展。正是在人们必须顾及一般大众可能不认得文本的情况下，才必须特别发展出劝

服的技术与修辞术，好在文字上将原本是囗语演说的文本固定下来。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强化

囗语劝说手段的做法在中世纪导致了修辞术、论题（Topik）与道德的同盟。后来活版印刷术的

发明虽然让这样三位一体的症候群走向终点，却也花了快两百年的时间，而且一开始更导致吊诡、

怀疑与修辞术出现一个新的高潮。从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修辞术的独特性毋宁在于，它是唯一

容许在自己之中对自己进行反省的沟通描述。就这点来说，它其实是比逻辑具有更高反身性的沟

通类型，更有能力处理及响应自我指涉和吊诡的问题，也因此在以Paul de Man为代表的解构取

向的研究中特别受到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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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社会现实的指标，同时也是介入现实发展的影响因子（Palonen，1997；1999）。

德国提倡、研究概念史的大家 Koselleck（1985：83f.）便认为「概念」跟蔡锦昌

所谓的「名义」一样是无法定义的，而之所以如此，关键便在于它有历史，如尼

采所说：「所有的概念 – [由于]它们以符号的方式对一整个过程做出概括的摘要 

– 都回避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东西才能够定义」。 

在此，有必要再回过头来深究词汇与概念的区别的问题。如前面指出的，

概念或观念虽然常需要词汇作为载体，但不必然以其为存在的前提，两者并非总

是合致（coincide）。根据Koselleck（1985：83f.）的看法，就指涉事物来说，词

汇与概念同样具备「多义」的性质，它们共通的历史性质正立基于此。然而，在

实际的语言使用中，词汇通常不再模糊多义，但概念要成其为概念，却必须维持

多义。这是概念与词汇就历史研究来说的一个关键区别，而这个区别又跟概念总

有个一般性的宣称这个区别紧密相关：词汇包含许多意涵的可能性，概念则进一

步试图在自身之中将丰富的意涵统一起来。所以概念可以是清楚的，但必然是多

义的。就词汇的情形来说，意符与意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分开来的；但在概念则

不然。概念虽然依附在某个词汇上，却比词汇还要来得多。唯有当历史现实与历

史经验的多样性全部进入到某个词汇之中，以致于它们唯有在这个词汇之中才能

获得意义，唯有透过这个词汇才得以被掌握，词汇才会变成是概念。32

令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人们不但可以，更常常把晚起的概念投射到过去，

据此改写历史。因此，以华夏文明究竟有无社会概念为例来说，可以有四种解法。

第一种在我看来有问题的解法是以词汇的字面依据，或是生硬套用西方的观念，

强调华人早在与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前，就已有与西方类似的社会概念。其次，如

多数当代华人学者所强调的，传统华夏文明在国家与个人间并无社会此一中介层

次，相应也无此一概念（如见陈其南，1998：Chap. 6, 7；黄仁宇，1993），这也

是一般认为的正解。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社会概念的视角，主张华人传统

                                                   
32 另可参考「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标准」讨论，把词汇╱概念的关系视为形式╱内容的关系，

强调词汇既是表示概念，又是概念得以存在的外部形式，主张概念与客观对象间有必然的联系，

有别于词汇与对象间只是任意的关系（葛本仪，2001：12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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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荀子「群」的观念为代表的社会观，或是对家庭之外的领域主要抱持疏离、

疑惧的态度这样的社会观（见陈弱水，2004；汤志杰，2004c）。最后，我们还可

以在涵括所有沟通此一社会概念的视角下，主张「天下」即是传统华人用以表达

社会概念的用语（Tang，2004），乃至认定在华人传统中，国家与社会是相混融

的（翟学伟，2005：31）。 

第四，前面这个例子充分显示了概念的时代性、历史性与复杂性。因此，

依 Koselleck（1985：75ff.；1996）的看法，概念╱观念史作为一种取径，在方

法上最起码的要求便是批判地继承语文学（philology）文献考证的方法，根据时

人语言使用的自我理解来解读或破解其修辞，进而要超越考证的传统，不只是观

照语言的面向，而是同时也要顾及到事物、顾及到语言所指涉的社会现实。甚至，

如前面也已提及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态度的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的运

作，是伴有态度此一后设沟通面向的沟通，而不只是（实然的）讯息或讯息的传

递而已。 

其次，概念╱观念史之所以能卓然自成一独立的领域与取径，在于完成前

述共时的解读这个基本工作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概念从与之相关连的情境中

抽离出来，按贯时的先后顺序汇整为概念的历史。这不单要求我们结合研究同词

异义的语义学（semasiology），以及研究同义异词的名称学（onomasiology）两

种方法，同时也逼我们正视概念、观念有其自身的演化逻辑与节奏，不尽然与社

会的发展相对应此一事实，而不致轻易落入决定论的陷阱。最后，Koselleck 更

强调，概念╱观念史的取径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时间、历史）理论，超越共时╱

贯时的二分，注意到多个不同的时间层次与结构。唯有有意识地反省自己的词汇

与概念使用，落实反身性的要求，方才符只我心目中理想的概念╱观念史，但这

点我留待后面再谈。 

第五，我认为就社会学的立场来说，采取概念╱观念史的取径，会比采取

思想史的进路更为适合，因为社会的面向或至少是底层的声音在思想史中往往被

忽略，而就掌握整体社会为职志的社会学家来说，这却是不容忽视，乃至应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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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对象。因此，相较于台海两岸比较熟悉的Quentin Skinner来说，我认为德

国的概念史大家Reinhart Koselleck（1972；1979；1985，尤其p. 73ff.；1989；1994；

2002，尤其Chap. 2）33结合概念史与社会史的路数更值得我们参考。尽管Skinner

对Lovejoy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史颇有微辞，强调观念史的使命不在解答实际上不

存在的「永恒的问题」，但他自己多半还是以思想大家的经典著作为考察主轴，

而不是像Koselleck般把词典、报章杂纸、宣传小册子、公文、信件、日记…等也

囊括为材料。如Luhmann（1994）提醒的，就概念╱观念史的领域来说，社会学

者必须把注意力从所谓的一流思想家及其作品转移开来，改以二、三流的文献为

主要的考察对象。因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在个别思想家的原创或杰出何在，而

是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一般观念与想法。唯有从流行、普及的文献着手，我们才能

发现那个时代相应的社会结构为何。 

考虑到华夏文明士人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播的模式以及抄写与出版的特殊

习惯，我们在实际研究时或许可以对是否以所谓二、三流文献为主的做法稍做弹

性修正，但无疑应当确立并追随普及的原则。纵使华人传统如蔡锦昌（1987：332）

所说，士并不与民众分离，中国读书人的文化并不割裂于庶民文化，双方不只是

平行地依精致度的高低而发展，而是有各种明暗显隐的交流互补，但我认为，一

个好的，至少是符合现代学术体系规范的好的研究，必须能够或试着透过具体的

研究显示，士人与庶人文化实际上如何交流互补，才能说服读者大众，而不能就

这样一笔带过。 

第六，尽管前面我曾借用Skinner援引J. L. Austin（1962）而来的语用的进路

说明，我们可以如何着手概念╱观念史的研究，但同时我也要提醒，不要陷入过

度强调语言的陷阱。因为，虽然沟通常藉助语言进行，但沟通并不等同于语言。

像对感知的感知或是藉姿势（所谓的身体「语言」）进行的沟通，便都能在不藉

                                                   
33 关于以Koselleck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进路的二手介绍，可参考Lehmann & Richter（1996）及

Richter（1995）。至于采取此一进路具体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为Brunner, Conze & Koselleck
（1972-1997）合编的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另外亦可参考由曾任Koselleck助手的Rolf 
Reichardt主编的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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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语言的情况下进行沟通，遑论在囗语之外还有广大的文字沟通的领域。34尤其，

依Luhmann（1995：Chap. 4）的观点来看，沟通涉及的并非自我向他我传递讯息，

及因之产生的正确理解讯息的问题，而是自我使用讯息╱告知这组差异来进行理

解的活动。依此，在双方都没有开囗说话的情况下用钱进行交易，一样是个沟通，

一样是具社会性的事物。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虽然过去中文里的确没有「经济」一词，至少不是按

现代的用法来用，但并不表示就不存在今日眼光下的经济问题 – 即便人们当时

是从不同于现代功能分化的区分脉络来看待这个问题。35换句话说，我的态度是，

我不认为我们完全不能用当代的概念来描述过去，不能从今日的角度重构过去。

事实上，我们始终只能从现在的角度理解过去，而且就像前面已指出的，随着视

域的改变，过去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改变了。因此，重点毋宁在于，我们必须跳脱

直接就以意符代表意符与意指的统一这种「物的图式」（scheme of things）的观

察方式来观察过去，而是要提升到二阶观察的层次，观察过去的人们怎样使用区

分来观察世界，讲清楚过去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要厘清传统与现代两套

知识分类系统间的差异，以及这之间是如何转型、过渡的。 

换句话说，就像 Koselleck（1985：85，90）指出的，在从事关于过去的研

究时，重点不在于回避今日的用语或概念，而在于我们是否历史地对待我们的观

察对象。史学研究方法的特色虽然在于探询特定的因果，个例的知识是其主要的

取向，但这不妨碍我们从历史研究中抽象出分析概念，将它扩大应用到其它的脉

络中，有意识地予以测试和检验。例如，今天的研究者不用「国家」的概念往往

很难以简洁，但又足够精确的方式来描述「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复杂社会的一

般历史。何况，反过来说，用语「迟滞」本就是历史中常有的现象。例如，现实

中的封建制度虽然早就崩溃，但许多人今天还是喜欢用「封建」这个词汇或概念

                                                   
34 另可参见Manusov & Patterson（2006）关于「非囗语沟通」的讨论，以及Koselleck（2002：25）
关于「超越语言之上的记号学领域」的讨论，指出导致历史的行动之中充满了语言之外、之前及

之后的元素。 
35 对此的例示分析，可参见汤志杰（2000）对「从食货到经济」的历史语意演变的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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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称、描述一些现象。关于华夏帝国是不是封建，周代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论

述系统中的封建是否是一事的辩论，我想大家应还记忆犹新。 

第七，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区别（传统乃至当代

的）（历史）语意36与（现代的学术）分析概念，并且正可以透过检视两者的差

异来掌握传统。例如，「国家」一词既是个历史语意，又是个分析概念。37尽管

就西方来说，国家同样是现代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当做分析的概念用

来分析历史。据此，中国不但在战国时代曾出现类似现代疆域国家系统的社会结

构，而且也早发展出指称国家这种政治组织的语意「国」来，这个语意并且与地

域、疆域有着明确的关连，而有别于西方state一字最初是关连到君王的人身

（Skinner，1989）。至于所谓的「家」更不是今日理解的家庭，而是氏族，尤其

是以氏族为基础的政权，日后「国家」的连称正清楚彰显古代中国的国家系建基

于亲属的原则，而迥异于作为现代产物的国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虽然政治权力慢慢集中到了国家手上，国

家也在结构上成为政治系统的中心，但「国」或「国家」的语意却没有相应成为

政治系统自我观察的公式。因为在国家之上还存在着「天下」这个广泛的、具扩

散性的主导语意，指称一个更高的世界层次，并正好与古人理解的广义的「政治」

（「政者正也」）相对应。事实上，古人习惯以四个层次来理解世界，如孟子所说：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

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体」（〈离娄篇上〉）。尽管这种逐层建立起来的整齐秩序其实只存在封建制

度的全盛时期，但由此形成的语意不但影响了古人对于「国家」这个语意的理解，

更实际影响了国家的出现与官僚帝国的形成，乃至影响到今人的国家观念。从国

家系统到统一的官僚帝国这个结构转变虽然导致以往不同的政权层次出现重迭，

                                                   
36 关于「语意」（semantics）一词，我采取Luhmann（1980：18f.：1995：163）的界定：「可供使

用的、在较高的层次上一般化了的、相对独立于情境的意义」，亦即相对稳定的、类型化了的、

可供重复使用的意义形式，好帮助人们解决沟通中意义过剩的问题。 
37 关于以下简短例示的进一步分析见汤志杰（2001；2004a）及Tang（2004：19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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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没有使得此一层次区分崩溃，因此造成语意上的混淆，不但国与（统治者一

人的）家往往不分，天下与国家（中国）也往往不分。这就影响了华人此后主要

是采取文化性而非政治性的判准来理解国家，连带影响到今日台湾国家认同的争

议。 

第八，在应用今日的语汇与分析概念研究过去时，必须小心避免Skinner

（1979）指出的，如「望文生义式」的研究常会犯的诸多谬误，认为谁和谁是现

代某某概念或学说的先驱，又或古代何时便早已有怎样又怎样的观念或概念。在

这之外，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并且应该再进一步，针对为何人们

常会犯这样的错误，38对历史做这样的改写，做研究和解释，也就是同样对这些

历史书写进行二阶观察，指出人们为何会如此观察，进而藉此了解这些观察者及

其身处的时代与脉络。 

至于我想谈的第九点其实前面已有触及，也就是概念╱观念史进路不只是

研究概念或观念本身的历史而已，而是必须与社会史的研究配套。就这点来说，

Skinner在实际研究时虽也会注意到社会现实或结构的面向，但不如Koselleck般

有意识，将之纳为方法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如此，分别侧重从时间或是修

辞的面向来研究概念、观念变迁的Koselleck与Skinner，同样都看到概念的历史

性、政治性与争议性，因此两者间虽有差异，但并不矛盾，且不乏可互补之处

（Palonen，1999）。39从结合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两者长处的观点出发，我们不

但可以系统性地把前面一些观点串连起来，同时还可以指出此一进路的长处何

在。 

要对古人使用的概念提出历史的解释，不只须回溯到语言的历史，也必须

溯及社会史的材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语意都与语言之外的内容有关。用

Koselleck（2002：Chap. 1, 2）的话来说，历史有其在语言之先及之外的「后设

                                                   
38 例如参见我对「马球」、「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这种主张的初步解析（汤志杰，2009a：42ff.）。 
39 虽然Skinner很少关心概念本身的改变，甚至有好事者把他诠释成旨在反驳、批判Koselleck的
进路，但他自己明确表示两人系不谋而合，在独立发展的情况下得到相近或类似的看法（Skinner，
1999）。事实上，Skinner（1989）自己便曾撰写过关于「国家」的概念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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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当我们引进言说行动观点的同时，必须牢记在心，言说行动本身并

不就是它帮忙准备、引发及执行的行动。尽管言说行动与「真正的」行动在共时

的场景中会交织在一起，但囗语、文字以及发生的事件本身在分析上是可区隔的，

而且在历史（书写）中再现出来的（始终只能是个理论建构的）贯时的改变也不

会以同于「实际历史」的时间节奏或时间序列发生 – 虽然我们始终只能透过语

言或文字来经验曾发生的事物，以致原本在过去现实中可能只是次要因素的语言

在此变成了主要的因素。 

此外，虽然从语用的角度来看，每个言说行动（索绪尔所谓的parole）的确

是独一无二，就像事件一样，是一次性的、无法重复的。但语意却不是独一无二

的，而是可重复的。所以，尽管概念╱观念史的取径以偶连的言说行动为出发点，

以致一般来说言说（speech）相对于语言（language）有其优先性，但这套取径

并未因此便忽略了结构，反而正是要分析、说明为何从偶连行动的递回运作及衔

接中还是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就像前面关于「国家」的简短例示分析显示的，

概念有其「历史的深度」。概念╱观念史的进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要厘清同一

个词汇源自不同时代之多层次的意义。藉由正视事件（社会史）与语言（观念史）

有着不同的时间结构，注意到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时间层次，概念╱观念史的

进路可以超越共时╱贯时这个简单的二分替代选项，指出「不同时代事物的同时

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40（在此亦即：同一概念同时包含着

源自不同时期的意义），并且能够对社会史预设为理论前提者（如事件╱结构的

对立，短期╱中期╱长期的划分）进行反省与讨论。 

之所以要在概念╱观念史的研究中引进社会史的进路，不只在于超越传统

局限于观念本身的思想史研究，同时也是着眼于这有助于打破词与物之间的素朴

循环。从这个配套进路的立场来看，在概念与事态（Sachverhalt）或所谓的现实

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我们总是可以在社会事态与语言的使用间纪录到某个缝

                                                   
40 反过来，我们也要注意到「同时代事物的不同时代性」（Ungleichzeitigkeit des Gleichzeitigen）。
事实上，认为台湾社会中同时并存着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的要素或现象，是常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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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字义的转变与事物的转变、情境的改变与重新命名的需要，是以各自不同的

方式彼此对应着。就像 Koselleck（2002：37）说的，「社会史与概念史有着不同

的转型速度，并且立基于可清楚区别开来的重复的结构。因此，社会史的学术术

语一直依赖于概念史，如此才可通往以语言的方式储存起来的经验。同样地，概

念史也一直依赖于社会史的研究结果，如此才能看到消逝了的现实与其语言的证

据之间的差异，而这从来便是无法弭平的」。 

概念╱观念史的长处正在于，有能力对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反省，

因而能带来「具生产性的张力」。用系统理论的术语来表述，亦即概念╱观念史

注意到了自我指涉及循环因果性的问题，认知到概念不只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指

标，同时也是介入实际社会运作，影响演化方向的因子。词汇与概念不只是随着

整个政治与社会的经验空间的语言竞技场而改变，同时也会建立起新的期望界

域。概念的意义不只是包含过去的经验与现在的现实，而是也可以包含关于未来

的期望。由于注意到这个语言行动的面向，概念╱观念史可以提供一般经验研究

所看不到的知识。事实上，Neuzeit（「近代」，字面意为「新的时代」，英文所谓

的 Early Modern）的形成，便跟一大批主要是「指向未来」的概念有关，而这正

是 Koselleck 领导的概念史研究主要关注的焦点所在。就中国的历史来说，战国

时代关于 – 意在规划未来统一帝国的政治秩序的 –「礼制」的讨论，便清楚呈

现出概念的经验空间与期望界域彼此交错的情形。 

与前述一体两面的长处是，概念╱观念史要求对自己进行有意识的反身性

分析。敏于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张力的概念╱观念史，势必也会敏于历史语意与分

析概念之间的张力。用 Koselleck（1985：91）的话来说，由于历史书写必定或

是在探究之前已为人用语言阐述过了的事态，或是在重构之前尚未为人以语言阐

述，但可藉助特定方法与线索挖掘出来的事态，所以现实与概念间充满活力的张

力会再次出现在文献语言与科学语言二者间的关系这个层次上。主要兴趣在揭露

长期结构，对趋势、绵延及分期进行探究的社会史势必企求一般化，但唯有透过

反省研究所应用的概念，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究竟是在哪个一般化的层次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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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省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事件与结构的时间关系，让我们注意到历史同时

存在着持续与改变。 

不只如此，藉由同时掌握到语言与现实，比较语言现象的可重复性与事件

序列的独特性，结合概念史与社会史的进路能帮助我们不落入「现在主义」或「辉

格史观」的陷阱，注意到历史进程中的偶连性。虽然未来的详细内容始终是未知

的，但它的历史潜势却可以认知（recognizable），而且历史中及现实中的行动者

基于行动的需要通常也会对未来做预测。因此，我们会看到 Koselleck（1989：

653）所描述的现象：言说出来的论述总是比历史实际进程中实现出来的既要来

得多，又要来得少。透过语言这个作为先于事件而存在的媒介，历史中的行动者

（以及后世的观察者：史家）可以想到结构上的替代可能性，想到比真正实现者

为多的「可能的历史」。反过来，作为言说行动的语言终究还是有别于「真正的」

行动（例如：杀人），因此始终也较「实际的」历史为少。透过同时呈现「实际

的」历史与「可能的历史」，我们才真正掌握到一个完整的历史图像。 

第十，这套结合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进路在我看来可以与鲁曼的系统理

论很好地接轨，尤其是语意╱社会结构及事件（或运作）╱结构这两组区分。41

换句话说，这套历史研究的进路并非史学独享的观点，而同样可以是套社会学理

论，得以为社会学研究所用。事实上，在我看来，从沟通作为社会的最终元素，

从社会只是个沟通系统，从社会结构只能是个期望结构，从语意╱社会结构、事

件（或运作）╱结构等区分出发，鲁曼在理论上更能自圆其说。因为，在此，自

我指涉以更清楚、更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也获得更正面、更认真的处理。如果

社会终究只由沟通组成，而语意是社会运作中结晶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可当做

行动的参照及重复使用的意义形式的话，那么语意也是个期望结构，是社会结构

的构成要素，同时却又有别于通常所谓的社会结构，既会反映社会结构，又会引

导社会结构的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结构是有别于事件（或运作）的现实层次，却

                                                   
41 对此，除了可参考《社会系统》（Luhmann，1995）这本主要是概念厘清的基本理论著作外，

另可参见Luhmann（1980）一系列共四卷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以及以爱情为例的专论（Luhmann，
1986）。又从语意切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衔接上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Hol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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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只能透过事件（或运作），只能在事件（运作）的衔接中形成与改变这样的看

法，那么我们或许就不必走入结构╱施为的死胡同（Tang，2007），而能够在不

忽略行动者能动性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分析结构的形成与改变。 

要澄清的是，我不认为从事概念╱观念史的研究非得用鲁曼的理论不可。

但概念╱观念史也绝不只是简单地挖掘、叙述过去事实的历史研究而已，而必须

是带有观点的社会学分析。用社会学家喜欢听，但多少带有偏见的说法 – 虽然

这一定程度上符合关于两个学科的刻版印象 – 来说：就关于文献的知识与即兴

发挥的才能来说，社会学家通常比不上历史学家。尽管如此，社会学家却往往可

以肯定，如果他们从「理论」出发的话，将可就同一批史料发现有别于吸引史家

注意力的东西（Luhmann，1994：260）。 

其实，史学与社会学在研究上容或有实质的劳动分工，在表述风格上也的

确往往有所差异，但就逻辑和方法论来说，并没有什么关键性的区别（Abrams，

1982：194；Giddens，1979：230ff.；1984：355ff.）。Koselleck（1985：90）便

说，「概念史需要一套理论，若是没有理论，便无法掌握时间之中共通的东西与

彼此有所区隔的东西」。42就这点来说，我们恐怕无法从关于华人固有传统的知

识中找到太多有效的参考架构，因此借鉴社会学既有的知识与理论仍有其不可回

避的必要性 – 至少就目前的现况来说是如此。 

十一，考虑到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我认为透过概念╱观念史的研究累积，

从本土的语意与社会结构模索、建构本土理论，有其迫切的必要性。直接从理论

与观念的层次反省西方理论或自身传统的预设，固然是可能的，更有其不容忽视、

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与贡献。但社会学终究是门经验的科学，就是理论多少也必须

要有经验的指涉 – 这自然不限于狭义的实证论式的经验指涉 –，才能说服学界

一般大众。如果我们始终只是在抽象理论、概念的层次上打转，而无法说清楚传

                                                   
42 另外，我想History and Theory这份 1960 年便创刊的史学专业期刊，应足以证明史学，至少是

一定数量的史学家，同样看重理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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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当代社会的结构为何，43实际上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那么这对许多人来说将

是难以进入的，因而再多的反省也无法获得扩散。换句话说，我认为理论反省与

实质研究两者可以是并进互补的。 

甚至，考虑到「策略」与「程序步骤」的问题，我认为现阶段概念╱观念

史的实际研究还有其优先性。如果我们的研究无法吸引其它大多习于从经验出发

的社会学同行，尤其是令新世代感到兴趣，那么就算理论的反省再好、再成功，

恐怕也是枉然，很快便会沦为时间长流中的泡沫。如果我们的目标与理想在盖一

栋本土社会理论的大厦，那么恐怕就得从重头好好烧炼自己的一砖一瓦开始，而

不能贪图方便地全盘接收既有的社会学概念。在我的心目中，本土概念╱观念史

的研究便带点这样的味道，希望从最基础的概念工作做起。我认为，从实际历史

研究的途径着手建构理论，注意社会因着时间与空间差异而来的变化，而不是马

上便跳到抽象的宏观理论建构，不但比较可能做得出成果来，也比较不会落入本

质论（如不加反省与解释的文化论或民族特性论）的陷阱。何况，就算一时间尚

无法达成长远的理想，至少也能带来加深对自身传统社会理解的实质成果，不至

于平白走过一遭，却全然不留痕迹。 

 

五、结语：期待源出本土的厚重学术概念 

 

概念╱观念史既是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取径，同时也是个独立自主的研究领

域，更隐含了自己一套深刻的历史与时间理论。但尽管我鼓吹这样的取径，却没

有以此取代任何既有史学研究进路的意思或企图。事实上，就发现与建立内在视

野来说，我想思想史、论述史、文化史…都可做出其独特的贡献，与概念╱观念

史互为辅翼。只是，身为社会学家，我不只关心内在视野的问题，而是也关心能

否成功建立本土社会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意理论终究要建立在概念的基础

                                                   
43 我们不应忘记，「理论」最初在社会学中主要就是指「结构类型学」，所谓的「古典理论」一

定意义上皆可视为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构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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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那么本土概念╱观念史的研究不但不可取代，而且不可或缺。 

以个人有限的接触与了解来说，大陆社学科学界对于本土概念╱观念史的

研究可能跟台湾一样，也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例如，翟学伟（2004：29ff.；2005：

14ff.，30ff.，56）虽曾触及本土概念的问题，甚至对国家与权力、权威等概念做

了近乎范例式的分析，但对概念的历史与争议性格似乎不够敏感，对本土概念╱

观念史的研究似乎还没有清楚的意识与认识，以致未能进一步发挥。甚至，在我

看来，他的一些说法不无混淆或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援引Merton中层理论的

说法（翟学伟，2004：20f.），似乎认为这样的研究不涉及任何理论前提或预设，

不但可以把最终立基的存有论与认识论立场搁置，并且可以透过这样的研究累积

建立本土理论一样。44

另外，金观涛、刘青峰（1999a；1999b；2001a；2001b；2003；2004a；2004b；

2005；2006）对西化、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继受的系列量化研究，可谓开风气之

先，有其不容抹灭的贡献。只是，若把他们研究拿来与汪晖（2004）的分析相较，

金、刘两人对概念、观念的思想与社会脉络的掌握，尤其是对语意与社会现实两

者间的辩证关系的掌握上不免显得较弱。相应地，对于同一概念的不同翻译，以

及华人原有的观念与词汇间究竟如何消长，为何消长，他们的分析与解释无法让

人感到完全满意。 

这同时还引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既有的概念╱观念史研究多把重点放在

到现代的转折，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考虑到翻译过来的、在翻译中生成的现

代性的问题（刘禾，2002），此一转型过程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时期。然而，如果

本土概念╱观念史的研究只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期，只从现在逆溯而上一段时间

研究，而无法有足够的历史深度的话，不但不易摆脱「现在主义」的陷阱，无法

从内在视野来看问题，往往也未能真切地掌握到当下的现实。因为，这些翻译过

来的概念用的仍是既有的汉字，因此也总带有我们对于这些既有汉字的理解和想

                                                   
44 参见张得胜（1985）对中层（或中程）理论主张的批判，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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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45所以，不论是就掌握当前非驴非马的现况，或是就建立本土社会理论的目

标来说，有意识地采取「顺流而下」的观点，探究、分析本土概念、观念自华夏

文明形成以来的演变，实是不可少的工作。 

这或会引出下述这样的疑问和反对，亦即这种承载华夏文明独特文化意涵

的概念或理论，其适用性将局限于华人社会，而难以或无法一般化、普遍化。日

本学者佐藤嘉伦最近便追问，为何流行的社会学概念是 social capital，而不是关

系、en（缘，えん）或 aidagara（间柄，あいだがら），为何此一概念不是源自富

于社会关系的东亚社会，而是出自相对较不讲究关系的西方文明（Sato，2009）。

他认为关键在于亚洲学者提倡的是厚重的（thick）概念，太过强调本土概念的独

特文化意涵，以致难以普遍化，只能沦为一种特殊主义。相对地，社会资本的概

念不单可与社会学既有的资本概念衔接，而且是种轻薄的（thin）概念，故易于

形式化、操作化及普及化。在我看来，轻╱重的对比和比喻误导了讨论的方向，

关键其实不在轻╱重与否或形式化、操作化的程度，而在于理论深度与抽象程度

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不够轻薄，反而在于不够厚重，也就是没有一套

包括存有论、认识论等讨论在内，完整且扎实的理论论述为支撑，展现出新的、

来自不同理论观点且更具说服力的概念化方式，所以才无法让西方学者接受这些

源出东方的概念是更好的概念工具。 

如佐藤也指出的，当概念能同时涵盖源自不同文化的现象或案例时，将更

具有解释力，也才能成功普及。因此，当本土概念╱观念史的研究让我们发现或

了解到西方理论或概念的局限时，接下来该做的正是重新概念化的理论工作。这

不单要求抽象度的提升，同时也要求理论的深化。唯有当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

预设出发，提出不同于西方既有社会理论的存有论、认识论观点，并且能在理论

上与逻辑上自圆其说，在自己的体系中定位既有理论的说法，把它们重新包含进

来，46才有可能让本土概念或理论进一步成为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达成早年推

                                                   
45 参见我对「运动」的分析（汤志杰，2008a）。 
46 鲁曼以沟通理论取代行动理论，主张沟通才是社会运作最基本的元素，行动不过是沟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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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本土化的前辈们期许的贡献于全人类文明的宏远理想。 

要做到这个地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凭个人之力即可完成的事。

因为，相较于西方学者（例如于连、郝大维、安乐哲）来说，我们的起点远为模

糊的多，也不稳固的多。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根本就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一定程度上还没有个足够清楚的自我，另方面处于当今的现实，我们不但不可能

漠视源出于西方的既有知识传统，而且还常常自愿或非自愿地疏离自己的传统。

因此，就算我们抱着假道西方来认识自己的雄心壮志，如何能在迂回的途中不致

迷失，毋宁是个更为艰难的挑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不开始，一切总是空谈，永远也不会有结果。

从好好烧炼本土概念的一砖一瓦开始，我想不但是建构本土理论大厦的稳当步

骤，而且还有相对立即可见的成果累积的好处，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同好加入。就

算本土概念╱观念史的研究一时无法帮助我们达成建构理论的远大理想，至少也

能加深我们对传统的实质理解，也算是为下一代铺下比较好的踏脚石。在这样的

基础上，我相信我们更有本钱落实叶启政（2001b：Chap. 5）指出的，从本土传

统与外来现代两套理路的竞争，从实作、论述与结构三种理路的交错来分析我们

的社会究竟是如何一路走到今天这步境地的。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炼砖吧！ 

                                                                                                                                                  
观察的简化（Luhmann，1995：Chap. 4），便是个具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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